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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李星光，刘军弟，霍学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维度，考察在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和农地租赁市

场缺乏有效性的情境中，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比较

静态方法，在界定农地产权风险和社会信任等关键概念的基础上，理论分析社会信任通过稳定农地

产权风险预期与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及流转规模的作用机理，
并对 ７６２ 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制度

信任对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 制度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提高农户参与农

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对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具有正向影

响；人际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结论：在社会信

任中，制度信任所表征的农地产权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主体参与，人际信任所表

征的市场交易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租金、规模等具体契约的确定。 培育农地租赁市场

的制度需求在于深化产权改革，提高农地租赁市场效率重在提升市场主体之间的人际信任。 本文的

研究结论对理解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机理、改善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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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信任机制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信任建立在人与人

之间长期互动形成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之上，社会信任具有高度的异质性 ［１］ 和典型的人格

化特征。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个体社会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信任对象由具体情境中的人际

关系演进为抽象的社会系统，社会信任由传统社会的人格化信任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信任

和制度信任等多种现代社会特征的信任体系转变 ［２］ 。 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关系为例，自农村改

革以来，农地承包经营关系以村组成员权为前提，以均分土地承包权为基础，农业经营者流入农

地经营权并基于固定租金契约获得现场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是农地终极控制权仍属于原承

包户，导致农业经营者产权不稳定，抑制农地流转 ［３］ ，不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经营收

入。 可见，清晰界定的农地产权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农地市场交易秩序，也是交易对象由熟人市

场扩展到陌生人或理性人市场的前提。
然而，在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和产权市场缺乏有效性的情境中，难以形成基于农地稳定秩

序的交易信任机制，并阻碍农地经营权交易，从而抑制农地租赁市场的培育，降低农业经营者的

福利水平，不利于解决“谁来种地”的难题。 因此，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农地产权制度改

革，而社会成员对农地产权制度的信任、改革的预期 ［２］ 以及农地市场的参与又是评价农地制度

改革方向及农地产权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方面。 在此过程中，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信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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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不同属性类别的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农

地租赁市场改革与完善农地制度提供政策支撑。

二、文献述评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特定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个体与集体、
组织或制度之间的关系 ［４－５］ 。 现有研究重点强调了社会信任对促进市场发育、提高社会福利的

影响。 其一，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产生更多互惠行为，增强交易者可信任的声誉，实现更

高水平的合作 ［６－７］ ，从而培育相关产品或要素市场。 实践中，社会信任水平高不仅有助于改善

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市场合作或交易秩序，提高社区资源管理，培育社区资源市场 ［８］ ，也有助于改

善国家内部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有效性，促进多种市场的发育。 Ｎｇ 等研究发现，信任水平越

高越有助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 ［９］ 。 与之类似，有研究发现，社会信任通过强化社会

内部的信息传递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惩罚机制提高天使投资者的投资水平 ［１０］ 。 其二，社会信

任水平较高的社会有激励致力于产品、技术、制度等的创新，积累物质资本，也有能力获得人力

资本积累的高收益，从而实现较高的经济利益 ［１１］ ，最终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Ｔｕ 等 ［１２］ 研究发现，
与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农户相比，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更容易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

的经济收益。 还应指出，Ｓｉｚｉｂａ 等 ［１３］ 研究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对自身社

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时发现，在莫桑比克，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降低一般信任和人际信任，但在津

巴布韦，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并未显著影响社会信任，这表明市场参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有

情境依赖的。
从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来看，大量文献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 ［１２，１４－１５］ 、农户参

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１６］ 、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１７］ 、农地流转租金 ［１８－１９］ 、农地流转契约选

择 ［１］以及土地产权社会认同 ［４］ 等的影响。 其中，周海文等 ［１８］ 的研究发现，农户社会信任通过风

险规避效应机制和人情收益效应机制显著影响流转租金。 类似地，Ｔａｎｇ 等 ［１９］ 的研究发现，农户

社会信任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事后监督成本影响流转租金。 李青乘等 ［４］ 认为，
制度信任有利于提高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但降低合意性认同，而人际信任有利于提

高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意性认同 ［４］ 。
在不同经验研究中，社会信任的测量方法存在差异。 大量研究采用“一般而言，您认为大多

数人值得信任吗” ，或者“与人交往时必须小心谨慎吗”等方式测量社会信任，但上述方式忽视

在不同群体中社会信任半径的差异 ［１０］ 。 因此，Ｓｉｚｉｂａ 等 ［１３］ 用对同组村民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

表征社会信任，蔡起华等 ［１６］ 用农户对亲戚、家族成员、本组农户、本自然村农户、本行政村农户

和村干部等 ６ 类人员的信任程度表征社会信任，而上述方式尽管考虑了不同群体的社会信任，
但忽视了所研究的具体情境。 何可等 ［１７］ 把社会信任细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在测量社会

信任时强调了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具体情境。 本文表征社会信任的代理变量及其原因将在下

文中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在流转效率方面，产权制度模糊、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是影响农地租赁市场培育的最重要

因素 ［２０］ 。 程令国等 ［２１］ 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改革有助于清晰界定农地产权，降低农地产权风险、
促进农地流转，但农地产权稳定性不仅取决于农地产权制度等正式法律规则，而且受到风俗、习
惯等非正式规则的影响 ［２２］ 。 Ｒａｏ 等 ［２３］ 分析信任与产权安全性感知时发现，人际信任和政治信

任有助于显著提高农户的产权安全性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关系网络等其

他社会资本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并发现关系网络有助于降低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促
进农地流转 ［２４－２６］ ，但忽视了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在农地流转规模方面，农地产权

管制、农地政策不稳定增加参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农地流转规模 ［３，２７］ 。 马贤磊

等 ［２８］ 研究认为，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导致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而三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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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叠加最终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及流转规模。
在流转租金方面，王亚楠等 ［２９］ 研究发现，当农地产权存在风险时，农户会追求产权安全性

而放弃当期租金，而零租金或低租金的农地流转通常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 ［３０］ 。 这可能是因为

在农地产权流转过程中，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等非正式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信任减弱交易双

方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利用零租金或低租金方式换取交易对象的合作行为和日常生活中其他方

面的互惠行为，从而替代或弱化产权边界模糊与风险，降低农地流转违约可能性，这符合农村社

会普遍存在的关联博弈机制。 进一步而言，陈奕山等 ［３１］ 研究发现，在以零地租为实现方式的农

地产权交易中，交易双方间存在显著的人情交换特色，即流转租金表现“人情关系租” 。 在农村

熟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形成差异化的社会信任强度，从而反映出社会信任建立在

人情关系或人际关系基础上的“差序格局” 。 更重要的是，拥有良好的人情关系或人际关系有

利于实现交易双方的长期合作与互惠，农地交易者则利用人情租替代货币地租，从而弱化产权

边界模糊的风险，这符合熟人社会普遍存在的重复博弈机制。
总之，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农地产权安全性视角分析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和流转规

模的影响因素，但关于社会信任与农地流转的关系机理研究、农户产权风险预期与农地流转的

关系研究，尚有待改进和完善。 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补充和完善了现有文献：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社会信任与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及流转规模的关系机理；社会

信任的测量凸显社会信任的产权稳定性内涵，问卷题目设置重点强调产权稳定性的场景。

三、理论分析

（一）基准模型

假定农地租赁市场需求者农户 Ｄ 利用劳动力禀赋 Ｌ 和租赁土地 ｑ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包括农业生产经营和非农就业。 设定农户 Ｄ 的标准生产函数形式 ｆ［ ｌａ，ｑ（ １－ｖ） ］ ，满足性质 ｆ ｌａ＞
０，ｆｑ＞０，ｆ ｌａｌａ＜０ 和 ｆｑｑ＜０，农户 Ｄ 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可表示为①：

ｕ（ ｌａ，ｑ）＝ Ｐｆ［ ｌａ，ｑ（１－ｖ） ］ ＋ ｌｏｗ－（ ｒ＋ＴＣ） ｑ （１）
其中，ｖ 是农户 Ｄ 失去租赁土地 ｑ 的概率，反映农地产权风险，满足 ｖ∈［０，１］②。 此外，ｒ 为

农地流转租金，ＴＣ 为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 ｌａ表示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 ｌｏ表示非农就

业劳动力投入，ｗ 表示非农就业工资水平。
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对 ｑ 一阶求导可得：

（１－ｖ） ｆｑ［ ｌａ，ｑ（１－ｖ） ］ ＝ ｒ＋ＴＣ （２）
式（２）反映农地租赁市场均衡条件，即考虑产权风险的土地边际生产价值等于流转租金和

交易成本之和。 当农地产权风险较大时，产权风险和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会抑制农地转入和降低

流转租金，设定 １＋
ｆｑ

ｑ·ｆｑｑ
＜ｖ＜１，则有

∂ｑ
∂ｖ

＜０，∂ｒ
∂ｖ

＜０， ∂ｑ
∂ＴＣ

＜０ 。 这表示：产权风险越低，农户越有可能

参与农地流转；产权风险越低，流转租金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农户越有可能参与农地流转。
（二）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借鉴房莉杰 ［２］ 的思路，这里把社会信任界定为农户对信任对象的积极评价，相信信任对象

遵守承诺，并在这种心理指导下参与农地租赁市场。 按照信任对象的不同，社会信任主要包括

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前者包括对农地政策的信任和对村干部的信任③，而后者包括对亲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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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简化起见，将农地产出价值标准化为 １。
本文主要关注农地租赁方提前失去租赁土地的可能性。 从产权实施角度，产权风险定义为在现行土地承包关系中，

租赁双方违约概率。 在中国现行农地制度情境中，农地租赁违约主要表现为出租方因非农失业返乡或农业经营收益提高，提
前收回租赁地或提高租金等行为。

村干部通常被村民视为国家机构在村庄层面的政策代理人与执行者。



任和对非亲族村民的信任 ［１７］ 。 因此，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存在两条途径：一是社会

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从而促进农地流转；二是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

利于降低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农地流转。
一方面，将农地产权风险与社会信任表示为：ｖ（ ｘ，ϑ） ＝ ｖ｛ϑ［Ø－ｘＦ（ ｔ１， ｔ２） －ｘ Ｉ（ ｔ３， ｔ４］ ｝ 。 其

中，Ø 是产权风险状态系数，且假设固定不变，反映农地产权风险的初始状态；ｘＦ表示制度信任，

ｔ１、ｔ２分别表示对农地政策的信任和对村干部的信任，满足
∂ｖ
∂ｘＦ

·
∂ｘＦ

∂ｔ１
＜０ 和

∂ｖ
∂ｘＦ

·
∂ｘＦ

∂ｔ２
＜０，反映制度

信任水平越高，产权预期越稳定；ｘ Ｉ表示人际信任， ｔ３、 ｔ４分别表示对亲友的信任和对非亲族村民

的信任，满足
∂ｖ
∂ｘＦ

·
∂ｘＦ

∂ｔ３
＜０ 和

∂ｖ
∂ｘＦ

·
∂ｘＦ

∂ｔ４
＜０，反映人际信任水平越高，产权预期越稳定。 另一方面，

将交易成本与社会信任表示为 ＴＣ ＝ ＴＣ［ Ｓ（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Ｎ（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Ｅ（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 ，其中 Ｓ

为搜寻成本、Ｎ 为谈判成本、Ｅ 为监督或执行成本，且满足
∂ＴＣ
∂Ｓ

·∂Ｓ
∂ｔ

＜０，∂ＴＣ
∂Ｎ

·∂Ｎ
∂ｔ

＜０ 和
∂ＴＣ
∂Ｅ

·∂Ｅ
∂ｔ

＜

０，反映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交易成本越低。

图 １　 农地供求曲线

如图 １ 所示，将交易成本 ＴＣ 引入农地租赁供求曲线。 在初始均衡条件下，农地要素供给者

Ｓ 和需求者 Ｄ 市场出清的价格和交易规模分别为ｒ１和 ｑ，此时交易成本为ＴＣ１。 考虑到社会信任

水平越高越容易降低交易成本，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从ＴＣ１减少到ＴＣ２，要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到

ｄ２
ｊ ，此时市场出清的价格和交易规模分别为ｒ２和 Ｑ。 为简化分析，这里并未考虑社会信任对农地

需求的正向影响，而实际上需求曲线右移进一步强化本文的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

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１：社会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假设 ２：社会信任通过降低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农地流转规模。
假设 ３：社会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提高流转租金。

四、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现代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对全国苹果主产区农户

农地流转的实地调查。 苹果作为多年生高附加值水果作物，能较好地反映产权风险预期对农户

农地租赁市场行为的影响。 依据农业部《苹果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中国苹果生产主要集中在

黄土高原和环渤海湾等两大优势产区。 其中，陕西是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的代表，山东是环渤

海湾苹果优势区的代表。 按照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ＰＰＳ）抽样方法，从陕西和山东选取 ６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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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每个样本县选取 ２ ～ ３ 个乡镇，每个样本乡镇选取 ２ ～ ３ 个村庄，每个样本村庄按简单随机抽

样的方法选取 ２０ 个种植户进行面对面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７６２ 户。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涉及

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情况、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情况以及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等。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是否转入农地表征农地流转，选择流转规模的对数值表征农地流转规模，选择是

否有偿租赁和流转租金的对数值表征农地流转租金。
２．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何可等 ［１７］ 的研究，本文把社会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维度，用对亲友和非亲

族村民的信任程度表征人际信任，用对村干部和农地政策的信任程度表征制度信任。 更重要的

是，为确保研究对象进入农地流转的调查情境，凸显社会信任的产权稳定性内涵，本研究在框架

效应下测量了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即在实地调查过程中，问卷题目设置重点强调农地

产权稳定性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产权稳定性主要包括产权界定层面的产权制度稳定性和持

续性以及产权实施层面的契约稳定性。 因此，人际信任强调亲友和非亲友间的契约稳定性，而
制度信任既强调村干部介入契约稳定性，还强调产权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对产权风险预期而言，本文用“您认为未来农地政策会随意发生改变吗”和“您知道农地承

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吗”两个问题表征产权风险预期，前者反映农户对农地政策发生变更的风

险预期，后者反映农户对现有农地政策连续性的理性认知。
对交易成本而言，借鉴罗必良等 ［３２］ 和侯建昀等 ［３４］ 的研究，本文把交易成本分为搜寻成本、

谈判成本和监督执行成本，用流转对象表征搜寻成本，用流转谈判耗费天数表征谈判成本，用是

否发生过违约或纠纷表征监督或执行成本。
３．控制变量

借鉴李星光等 ［２４］ 和侯建昀等 ［３４］ 的研究，本文选择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和户主是否党

员身份表征户主特征，反映户主人力资本的质量；选择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和到镇政府距离表

征家庭特征，前者反映家庭人力资本的数量，后者反映农户到市场的距离；选择是否有打药机和

旋耕机表征农业资产专用性，反映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选择本村网络或通讯方便程度表征村

庄特征，反映农业信息化水平。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１ 给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被解释变量而言，６１％的样本农户转入农地，农地流转的平均规模为 ４．２５６ 亩，８６．２％的

样本农户参与有偿流转，而流转租金平均每年每亩为 ４４３．５０ 元。
对社会信任而言，社会信任指数平均为 ３．３９，其中样本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度最高，其次为

政策信任和亲友信任，且三者的信任距离差异较小。 值得关注的是，样本农户对非亲族村民的

信任度明显低于前三者。 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村干部是上级政府代理人，具备公共权威性，
且近年来，中央政府相继实施以明晰产权结构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有助于稳定农户产

权风险预期。 在熟人社会内部，关联博弈机制、重复博弈机制和声誉机制改善亲友间的信任水

平，而对非亲族村民的信任水平影响较低。
对户主特征而言，样本户的户主平均年龄为 ５２．２０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７．２８ 年，１２．７％的

样本户拥有党员身份。 对家庭特征而言，样本户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平均为 ５７．０％，到镇政府平

均距离为 ６．７２ 公里。 对农业机械而言，９２．９％的样本家庭拥有打药机，３４．３％的样本家庭拥有

旋耕机。 对村庄特征而言，大部分样本村庄网络或通讯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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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指标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地转入 是否转入农地 转入 ＝ １；未转入 ＝ ０ ０．６１０ ０．４８８

　 流转规模 流转规模 农地流转规模对数值 ２．０６９ ０．７５０

　 流转租金 是否有偿租赁 是 ＝ １；否 ＝ ０ ０．８６２ ０．３４８

租金水平 农地租金对数值 ４．８７８ ２．２１９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指数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指标平均值 ３．３９３ ０．５８３

　 　 人际信任 对亲友非常信任：如果亲友把农地流转

给我，我相信他们不会违约

非常不同意 ＝ １；比较不同意 ＝ ２；一般 ＝
３；比较同意 ＝ ４；非常同意 ＝ ５

３．９２４ １．２８２

对非亲族村民非常信任：如果普通村民

流转农地给我，我相信他们不会违约

非常不同意 ＝ １；比较不同意 ＝ ２；一般 ＝
３；比较同意 ＝ ４；非常同意 ＝ ５

１．７２０ １．１３２

　 　 制度信任 对村干部非常信任：如果村干部介入农

地流转，我相信交易对方不会违约

非常不同意 ＝ １；比较不同意 ＝ ２；一般 ＝
３；比较同意 ＝ ４；非常同意 ＝ ５

４．０７７ １．０９４

对农地政策非常信任：我相信农村土地

政策能保障农地租赁的权益

非常不同意 ＝ １；比较不同意 ＝ ２；一般 ＝
３；比较同意 ＝ ４；非常同意 ＝ ５

３．９８４ １．３２８

　 产权风险 您认为未来农地政策会随意发生改变吗 会 ＝ １；不会 ＝ ０ ０．２７７ ０．４４８

　 预期 您知道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吗 知道 ＝ １；不知道 ＝ ０ ０．６８６ ０．４６４

　 交易成本 流转对象 亲戚 ＝ １；朋友 ／ 熟人 ＝ ２；普通农户 ＝ ３；村
集体 ＝ ４

２．９９４ １．１５５

流转谈判耗费的天数 天 ５．０７７ ３３．４９９

是否发生过违约或纠纷 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３２ １．１７７

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 年龄 对数值 ３．９３２ ０．２３６

受教育年限 年 ７．２８０ ３．３２４

是否党员 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２７ ０．３３４

　 家庭特征 农业劳动力占比 农业劳动力数 ／ 家庭总人口数 ０．５７０ ０．２３４

到镇政府距离 公里 ６．７１５ ４．３４３

　 农业资产专用性 是否有打药机 是 ＝ １；否 ＝ ０ ０．９２９ ０．２５７

是否有旋耕机 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４３ ０．４７５

　 村庄特征 本村网络或通讯方便吗 非常不方便 ＝ １；比较不方便 ＝ ２；一般 ＝
３；比较方便 ＝ ４；非常方便 ＝ ５

４．２１０ １．１２２

　 区域特征 山东省（参照组） 是 ＝ １；否 ＝ ０ ０．４６７ ０．４９９

陕西省 是 ＝ １；否 ＝ ０ ０．５３２ ０．４９９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信任对农地转入的影响

首先考察社会信任对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 表 ２ 给出基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直接估计了社会信任及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的度量指标对农地转入的影响。 为验证产

权风险预期的作用，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考察了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及其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之后，
社会信任对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

综合 ４ 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对农地转入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

能是因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能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从而促进农地转入。 进一步地，模型 ３ 表

明，农地政策变更会显著抑制农地转入，而保持现有农地政策连续性有助于提高农户租赁农地

的概率。 比较模型 ２ 与模型 ３ 可知，人际信任指标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均通过检验且无显著变

化，而表征制度信任的农地政策信任程度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制度信任通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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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风险预期影响农地转入，从而验证假设 １，这与马贤磊等 ［２８］ 改善农地产权安全性促进农地

流转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究其原因，制度信任主要来源于农户对农地政策边际调整方向的预

期，人际信任主要来源于熟人社会内部的关联博弈机制、重复博弈机制和声誉机制，而产权制度

边际调整并未显著影响人际信任。 还应关注的是，“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是国家对现

有农地政策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模型 ４ 引入政策延续认知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进一步分析“农

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对农地转入的影响。 结果表明，农户对“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

年”的政策认知显著强化农地政策信任水平对农地转入的促进作用，也再次验证制度信任通过

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农地转入。
表 ２　 社会信任与农地转入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社会信任 ０．４６６∗∗∗（０．１３７）

对亲友信任程度 ０．２１２∗∗∗（ ０．０８２） ０．２１７∗∗∗（ ０．０８２） ０．１９８∗∗∗（ ０．０８２）

对非亲族村民信任程度 ０．１６３∗（ ０．０９３）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４） ０．１５６∗（ ０．０９４）

对村干部信任程度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０）

对农地政策信任程度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２）

未来农地政策会改变 －０．３８２∗∗（ ０．１８８）

再延长三十年 ０．２７３∗（ ０．１７５） １．６５１∗∗（ ０．８４４）

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再延长三十年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４）

对农地政策信任程度×再延长三十年 ０．２２４∗（ ０．１２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７

观测值 ７６２ ７６２ ７６２ ７６２

　 　 注：括号内数值是标准差；限于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Ｙｅｓ 表示已控制；∗∗∗、∗∗、∗分别表示 １％、５％、
１０％显著性水平。 下表同。

（二）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

再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机理。 表 ３ 给出基于 ＯＬＳ 模型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

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５ 给出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而模型 ６ 引入交易成本变量，分析社会信任对流

转规模的影响。 类似地，模型 ８ 给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而模型 ９ 引入交易

成本变量，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 与此同时，模型 １０ 和模型 １１ 引入产权

风险预期变量，分析社会信任及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

本选择偏误，模型 ７ 给出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５ 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促进流转规模，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可

能是因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能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流转规模。 利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解决样本选择偏误，模型 ７ 表明，模型 ５ 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模型 ８ 表明，农户

对非亲族村民和村干部越信任，越有利于促进流转规模，而对亲友和农地政策的信任水平对流

转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与亲友相比，对非亲族村民越信任越有助于扩大农地

流转范围，促进流转规模，这与侯建昀等 ［３４］ 扩大流转对象范围促进流转规模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而农地政策的信任水平对流转规模影响的效果依赖于完善的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 换

言之，实践中缺乏效率的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可能减弱农地政策信任对流转规模影响的

效果。
模型 ６ 表明，交易成本显著影响流转规模，而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影响的显著性减弱，说明

社会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流转规模，从而验证假设 ２。 模型 ９ 表明，人际信任对流转规模

影响的显著性减弱，说明人际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流转规模，而制度信任的显著性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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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说明制度信任并未通过交易成本影响流转规模，可能的原因是在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

规缺乏效率的情境中，制度信任并未显著降低参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而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越有助于农户诉诸非正式规则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表 ３　 社会信任与流转规模

变量
模型 ５
ＯＬＳ

模型 ６
ＯＬＳ

模型 ７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 ８
ＯＬＳ

模型 ９
ＯＬＳ

模型 １０
ＯＬＳ

模型 １１
ＯＬＳ

社会信任 ０．１５８∗∗∗

（ ０．０６０）
０．１２７∗∗

（ ０．０５７）
０．１５９∗∗∗

（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７∗∗∗

（ ０．０５９）

对亲友信任程度 ０．０４９
（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７
（ ０．０３５）

对非亲族村民信任程度 ０．０８９∗∗

（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０

（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０）

对村干部信任程度 ０．０９５∗∗∗

（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１∗∗∗

（ ０．０３０）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２）

对农地政策信任程度 ０．０１０
（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 ０．０２５）

流转对象是否为亲戚 －０．４２６∗∗∗

（ ０．０８５）
－０．４１３∗∗∗

（ ０．０８６）

流转对象是否为熟人或朋友 －０．２８０∗∗

（ ０．１２３）
－０．２８４∗∗

（ ０．１２３）

流转对象是否为普通农户 ０．０８７
（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８
（ ０．０７９）

流转谈判耗费天数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１）

是否发生过违约或纠纷 ０．０４２
（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８
（ ０．１７９）

未来农地政策会改变 －０．１４３∗∗

（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５∗∗

（０．０７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８９ ０．２６８ ０．２０１ ０．２８０ ０．１９６ ０．２１０

观测值 ４６５ ４６５ ７６２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考虑到社会信任可能通过降低产权风险预期影响流转规模，模型 １０ 和模型 １１ 引入产权风

险预期变量表明，农地政策变更显著抑制流转规模，而社会信任变量的显著性并未改变，这可能

是因为社会信任通过农地政策变更影响流转规模依赖于农户对农地政策的信任，但实践中正式

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缺乏效率，导致农地政策信任并未显著影响流转规模，从而造成社会信任

变量的显著性并未改变。
（三）社会信任对流转租金的影响

本部分考察社会信任对流转租金的影响机理，表 ４ 给出基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Ｈｅｃｋ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ＯＬ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２ 汇报了社会信任对是否有偿租赁的影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

本选择偏误，模型 １３ 汇报了 Ｈｅｃｋ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４ 汇报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

是否有偿租赁的影响，而模型 １５ 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是否有偿

租赁的影响。 类似地，模型 １６ 汇报了社会信任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模型 １７ 汇报了人际信

任、制度信任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而模型 １８ 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

任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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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２ 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①，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

著，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能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从而促进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
与王亚楠等 ［２５］ 产权安全性较低而放弃农地流转租金的研究结论相似。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

选择偏误，模型 １３ 用 Ｈｅｃｋ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 １２ 的结果是稳健的。 模型 １４ 表

明，农户对亲友和村干部越信任越有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而对非亲族村民和农地政策信任

水平并未显著影响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 可能的原因是，熟人社会内部关联博弈机制、重复博

弈机制和声誉机制并未显著提高非亲族村民信任水平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的影响，而正式产权

制度或法律法规缺乏效率抑制农地政策信任水平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的影响。 进一步地，将产

权风险预期变量引入模型 １５ 可知，农地政策变更将不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 更重要的是，农
户对亲友的信任不再显著影响是否形成有偿契约机制，这表明人际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

促进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从而验证假设 ３。
表 ４　 社会信任与流转租金

变量

是否有偿租赁 ｌｎ（农地流转租金＋１）

模型 １２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１３
Ｈｅｃｋ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１４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１５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１６
ＯＬＳ

模型 １７
ＯＬＳ

模型 １８
ＯＬＳ

社会信任 ０．６１７∗∗∗

（ ０．２５２）
０．３３４∗∗∗

（ ０．１３９）
０．３８９∗∗

（ ０．１９０）

对亲友信任程度 ０．２３８∗

（ ０．１４８）
０．２３７

（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１

（ ０．１１３）
０．１４９

（ ０．１１３）

对非亲族村民信任程度 ０．１９９
（ ０．１７１）

０．１９８
（ ０．１７３）

０．０８４
（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１
（ ０．１２８）

对村干部信任程度 ０．３２５∗∗∗

（ ０．１２７）
０．３５４∗∗∗

（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４∗

（ ０．１０１）
０．１７７∗

（０．１０２）

对农地政策信任程度 ０．０９４
（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０
（ ０．１０８）

０． ０４９
（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８
（ ０．０８２）

未来农地政策会改变 －０．５９４∗

（ ０．３１９）

－０．２９３
（ ０．２４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１

观测值 ４６５ ７６２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注：这里未汇报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下表同。

对于货币地租而言，模型 １６ 和模型 １７ 表明社会信任以及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水平越高越

有助于显著提高农地流转租金，而人际信任并未显著提高流转租金，可能是因为“人情关系租”
替代货币地租降低人际信任对流转租金的影响，这与陈奕山等 ［３１］ 的研究结论相似。 进一步地，
模型 １８ 引入表征产权风险预期的指标，但该指标对流转租金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
货币地租更具市场交易契约规范，部分转入户通过主动支付一定的货币地租降低农地产权风险

预期，从而导致农地政策变更并未显著降低流转租金。
（四）稳健性检验

现有研究认为，市场参与可能影响社会信任水平，但效果大小是情境依赖的，即不同情境下

市场参与对社会信任影响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１３］ 。 对农地租赁市场而言，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可能反向影响社会信任水平，但这种影响至少发生在农户第二次参与农地流转时。 然而，中国

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抑制农地租赁市场的培育，大部分农户缺乏直接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经

验。 本文统计结果表明，仅有 １０％左右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次数在两次及以上，因此，本文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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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果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可能并不严重。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选择“您家农地是否曾被征收过”作为农户社会信任的工具

变量，这是因为农地曾被征收过通常降低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但并未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农地租

赁市场及其行为，从而有助于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表 ５ 给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

果。 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显著促进农地转入，提高农地流转租金，从而表明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此外，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农地曾被征收过显著降低农户社会

信任水平，且这里不必担心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

变量 是否转入（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流转租金（ ＩＶ）

社会信任 １．４５４∗∗∗（ ０．５１１） ３．０４４∗（１．７２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您家农地是否曾被征收过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２） －０．１４３∗∗∗（０．０５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５８

观测值 ７６２ ４６５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 ７６２ 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机理，
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对农地转入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制度信任通

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农地转入。 农户对亲友、非亲族村民和农地政策越信任，越有利于显

著促进农地转入。 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后，表征制度信任的农地政策信任对农地转入的影响

不再显著，说明制度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影响农地转入，但人际信任指标对农地转入的

影响均通过检验且无显著变化。 背后的逻辑是，制度信任主要来源于对农地政策边际调整方向

的预期，人际信任主要来源于熟人社会内部的关联博弈机制、重复博弈机制和声誉机制，而产权

制度边际调整并未显著影响人际信任。 此外，农户对“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认

知显著强化农地政策信任水平对农地转入的促进作用。
其二，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流转规模。 农户对普通村民和村干部越信任，越有

利于促进流转规模。 进一步而言，引入交易成本变量后，人际信任对流转规模的促进作用显著

减弱，表明人际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流转规模，而制度信任的显著性并未改变，说明制度

信任并未通过交易成本影响流转规模，可能的原因是在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缺乏效率的情

境下，制度信任并未降低参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而人际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农户诉诸非

正式规则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其三，社会信任有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提高农地流转租金，且人际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

险预期，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具有正向影响。 农户对亲友越信任，越有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
而对村干部越信任，越有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还提高流转租金。 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后，
农户对亲友越信任，将不再显著影响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这表明人际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

预期促进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
在社会信任中，制度信任所表征的农地产权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主体参

与，人际信任所表征的市场交易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租金、规模等具体契约的确

定。 因此，本文建议：一是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清晰界定的产权结构是

农地产权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应积极推进以改善产权稳定性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落
实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后续工作，配套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提高正式制度或法律法

规的效率，降低产权风险预期和交易成本，培育农地租赁市场。 二是提升市场主体之间的人际

信任，积极发挥村委会及其领导者的作用。 第三方参与是熟人社会普遍存在的担保机制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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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而村委会及其领导者充当村级事务协调人的角色，既有助于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又有

助于稳定产权风险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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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Ｂｏｕｍａ Ｊ， Ｂｕｌｔｅ Ｅ， Ｓｏｅｓｔ Ｄ Ｖ．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５６（２） ：１５５－１６６．
［９］Ｎｇ Ａ，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Ｍ Ｈ， Ｍｉｒａｋｈｏｒ Ａ． Ｄｏｅｓ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５２：２３９－２５０．
［１０］Ｄｉｎｇ Ｚ Ｊ， Ａｕ Ｋ， Ｃｈｉａｎｇ 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３０（２） ：３０７－３２１．
［１１］Ｋｎａｃｋ Ｓ， Ｋｅｅｆｅｒ Ｐ． Ｄｏ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ｖｅ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ｙｏｆｆ？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７， １１２（４） ：１２５１－１２８８．
［１２］Ｔｕ Ｑ， Ｅｒｗｉｎ Ｂ． Ｔｒｕ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３８（８） ：１１７９－１１９０．
［１３］ Ｓｉｚｉｂａ Ｓ， Ｂｕｌｔｅ Ｅ． Ｄｏ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ｕ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

ｒｉｃａ［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１１７（１） ：１５６－１６０．
［１４］高虹，陆铭 ．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整合型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地区差异［ Ｊ］ ．中国农

村经济，２０１０（３） ：１２－２４．
［１５］王宇，王士权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 Ｊ］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７，２７１（１１） ：９２－１０３．
［１６］蔡起华，朱玉春 ．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７） ：５７－６９．
［１７］何可，张俊飚，张露，等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 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１５（５） ：７５－８８．
［１８］周海文，周海川 ．农户社会信任对土地流转租金的影响———基于 ＣＨＩＰ 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 ．公共管理学报，

２０１９，１６（３） ：１１８－１３０．
［ １９］Ｔａｎｇ Ｌ， Ｍａ Ｘ Ｌ， Ｚｈｏｕ Ｙ Ｐ，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ｎｔ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９， ８６： ４０６－４２０．
［２０］Ｐｅｔｅｒ Ｈｏ．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１］程令国，张晔，刘志彪 ．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 ［ 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６（１） ：８８－９８．
［ ２２］Ｖａｎ Ｇｅｌｄｅｒ Ｊ Ｌ． Ｗｈａｔ Ｔｅｎｕ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Ａ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Ｖｉｅｗ［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０，２７ （２） ， ４４９

－４５６．
［２３］Ｒａｏ Ｆ Ｐ， Ｓｐｏｏｒ Ｍ， Ｍａ Ｘ Ｌ，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Ｊ ／ ＯＬ］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ｔｔｐ： ／ ／ ｄｘ．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ｃｈｉｅｃｏ．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９．
［２４］李星光，刘军弟，霍学喜 ．关系网络能促进土地流转吗？ ———以 １０５０ 户苹果种植户为例［ Ｊ］ ．中国土地科

学，２０１６，３０（１２） ：４５－５３．
［２５］徐秀英，徐畅，李朝柱 ．关系网络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的调查数据［ Ｊ］ ．中国农村经

济，２０１８（９） ：６２－７８．
［２６］钱龙，钱文荣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吗？ ———基于 ＣＦＰＳ 的实证检验［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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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１７（０５） ：８８－９９＋１５３－１５４．
［２７］Ｈｏｌｄｅｎ Ｓ，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Ｋ， Ｇｈｅｒｂｒｕ Ｈ．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ｇｒａｙｒｅ⁃

ｇ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Ｒ］ ．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２００７，６．

［２８］马贤磊，仇童伟，钱忠好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

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２） ：２２－３７．
［２９］王亚楠，纪月清，徐志刚，等 ．有偿 ＶＳ 无偿：产权风险下农地附加价值与农户转包方式选择［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５（１１） ：８７－９４．
［３０］Ｇａｏ Ｌ Ｌ， Ｈｕａｎｇ Ｊ Ｋ， Ｒｏｚｅｌｌｅ Ｓ． Ｒ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４３（４） ：３９１－４０３．
［３１］陈奕山，钟甫宁，纪月清 ．为什么土地流转中存在零租金？ ———人情租视角的实证分析［ Ｊ］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１７（４） ：４３－５６．
［３２］罗必良，李尚蒲 ．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及广东的证据［ 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０（１２） ：３０

－４０．
［３３］侯建昀，霍学喜 ．高价值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关键问题与政策导向［ Ｊ］ ．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１５，２９（５） ：２７－３３．
［３４］侯建昀，刘军弟，霍学喜 ．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及其福利效应———基于 １０７９ 个苹果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Ｊ］ ．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６，２５１（３） ：４５－５５．

（责任编辑：刘浩）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ｏ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Ｒ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ＬＩ Ｘｉｎｇｇｕａｎｇ， ＬＩＵ Ｊｕｎｄｉ， ＨＵＯ Ｘｕｅ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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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ｋ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７６２ ａｐｐｌｅ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ｃａ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ｒ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①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ｃａｎ ｂｏｏｓｔ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②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ｃ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ｙ ｒｅ⁃
ｄｕｃ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③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ｒｏｕ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ｂ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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